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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大数据事件库的出现给量化国家间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路径.本文利用目前全球最大的事件数据库 GDELT来测量１９９３—２０１６年

的中美关系,并探讨五种不同的计算方法及其问题.本文讨论了如何判断

测量的准确性问题,并将结果与清华大学的“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中同

时段的中美关系测量值进行比较,证明基于大数据的测量具有一定的价值.

本文同时分析了大数据测量方法存在的问题,并探讨了其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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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由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往往是多维和复杂的,因而对关系的判断通常只能依赖于研究者的经验、直

觉和理论偏好,这也就意味着不同的研究者对于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判断差

异很大.要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方法是对于国家间的关系进行量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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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趋势,通过准确的数据,我们才能进行跨时段、

跨国的比较,从而发现趋势与规律,甚至提供某种预测.但是要将国家间关

系转化成单一维度的数字来测量还面临着方法论和实际操作中的巨大困难.

目前衡量国家间关系的主要方法是分析事件数据.从理论上来说,如
果能对国家之间发生的所有事件进行统一的分析,那么应该就能很好地把

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因为关系必然要通过事件来体现.如果所有的事件都

能通过一个统一的测量标准进行衡量,再将这些测量的结果进行汇总,那么

就能对关系进行量化.由于双边关系是所有关系的基础,多边关系可以还

原成多组双边关系,所以本文的研究将聚焦于双边关系的测量.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智能硬件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以及网络

社会的形成和算法的进步,人类得以累积了海量数据,即所谓的大数据.虽

然不同的学者或者机构对于大数据的定义有所区别,但是对于大数据的一

些共性特征,各方还是有一些共识———大数据包含了３个 V①:量(volume),

数据量非常巨大;种类(variety),即数据类型多样,从文本到图像、视频,等
等;速度(velocity),即数据产生和处理的速度非常快.本文讨论所涉及的目

前全 球 最 大 的 社 会 科 学 数 据 库 GDELT(GlobalDatabaseofEvents,

Language,andTone)就是其中一个,它从全世界超过１００种语言的媒体中

收集信息,并通过特定的编码体系由计算机自动将其编码成一个个事件,时
间跨度从１９７９年到今天,并持续每天更新.目前已经收集了超过２．５亿个

事件的信息,包括事件的发起者、对象、地理位置、事件类型、信息来源等３２个

变量.就传统国际关系关注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言,这个数据库几乎涵盖了

所有已经公开的事件.正如维克多麦尔Ｇ荀伯格(ViktorMayerＧSchönberger)

所提及的,抽样数据会变得过时,因为我们可以获得全部的数据②.如果能

①

②

关于大数据的不同定义,可以参见:JonathanStuartWardandAdamBarker,
“UndefinedByData:ASurveyofBigDataDefinitions,”arxiv．org/abs/１３０９．５８２１．关于

大数据的简要历史,可参见:GilPress,”AVeryShortHistoryOfBigData,”Forbes,May
９,２０１３,https://www．forbes．com/sites/gilpress/２０１３/０５/０９/aＧveryＧshortＧhistoryＧofＧbigＧ
data/＃５db９４４eb６５a１．此外,亦有观点认为大数据还需要第四个 V,即veracity,指数据的

真实性.

KennethCukierandViktorMayerＧSchoenberger,“TheRiseOfBigData:How
ItsChangingtheWayWeThinkaboutTheWorld,”ForeignAffairs,Vol．９２,No．３,

２０１３,pp．２８Ｇ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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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这些巨量的事件大数据,那么就应该可以相当准确地对双边关系

的现状和趋势作出判断.那么,使用这些海量数据能否得到可靠的结论,与
现有的方法相比如何呢? 同时,使用这些大数据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可能的

解决方式又有什么呢? 本文将以中美关系为例,通过对 GDELT事件数据的

使用来探讨这些问题.

一、 事件数据与双边关系: 历史与文献回顾

虽然大数据事件库是近些年才出现的,但是人类通过记录事件数据来

发现和研究社会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一个例子就是对犯罪事件的记录.
当代学术意义上的通过事件数据来考察两国之间的关系开始于１９６０年代,
随着社会科学中的行为主义革命而产生.行为主义革命者希望采用能观察

到的变量和计量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对于国际关系、外交政策的分析而

言,这个能被测量的对象就是事件(event).① 查尔斯麦克莱兰(Charles
McClelland)最早从他对外交史的研究开始了这种尝试.最初的事件数据的

生成采用的是人工手动编码的方式.由于人工编码需要大量的人力,研究

者不得不在分析的广度和成本之间作取舍②.覆盖的来源越多、广度越大,

①

②

关于事件数据库的起源与行为主义革命的关系以及早期发展,可以参见:
StephenJ．AndrioleandGerald W．Hopple,“TheRiseandFallofEventData:From
BasicResearchto Applied Useinthe US Departmentof Defense,”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１０,No．３Ｇ４,１９８４,pp．２９３Ｇ３０９;JohnLewisGaddis,“Expandingthe
DataBase:Historians,PoliticalScientists,andtheEnrichmentofSecurityStudies,”
InternationalSecurity,Vol．１２,No．１,１９８７,pp．５Ｇ７;PhilipA．Schrodt,“The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ofEventData,”InternationalInteractions,Vol．２０,No．１Ｇ２,１９９４:３５Ｇ
５３．关于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革命的特征及其简要历史,可以参见:RobertDahl,“The
BehavioralApproachin PoliticalScience:Epitaphfora Monumentto A Successful
Protest,”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５５,No．４,１９６１,pp．７６３Ｇ７７２;David
Easton,“Introduction:TheCurrentMeaningof‘Behavioralism’inPoliticalScience,”in
J．S．Charlesworth,ed．,TheLimitsofBehavioralisminPoliticalScience(Philadelphia:
AmericanAcademyofPoliticaland SocialScience,１９６２),pp．１Ｇ２５;David Easton,
“PoliticalScienceintheUnitedStates:PastandPresent,”InternationalPoliticalScience
Review,Vol．６,No．１,１９８５,pp．１３３Ｇ１５２．

RichardL．Merritt,“MeasuringEventsforInternationalPoliticalAnalysis,”
InternationalInteractions,Vol．２０,No．１Ｇ２,１９９４,p．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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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意味着研究成本的急剧上升,因此研究者不得不选择很有限的几个事件

的数据来源.同时,人工编码也容易受个人身体状态(比如疲劳等)和主观

判断的影响①,因此,事件分析方法的局限比较明显.早年的代表性数据库

有鲁道夫鲁美尔(RudolphJ．Rummel)的“国家的维度”(Dimensionalityof

Nations,DON;Rummel,１９７２),查尔斯赫尔曼(CharlesHermann)等的

“国家事件比较研究”(ComparativeResearchontheEventsofNations,

CREON;Hermannetal．,１９７７),爱德华阿萨尔(EdwardAzar)的 “冲突

与和平数据集”(ConflictandPeaceDataBank,COPDAB;Azar,１９８０,

１９８２;AzarandSloan,１９７５),查尔斯麦克莱兰(CharlesMcClelland)的

“世界事件互动测量”(WorldEvent/InteractionSurvey,WEIS;Charles

McClelland,１９７６)等.这些数据库被广泛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尤其是关于

冲突、动乱和战争的研究.② 其中 COPDAB和 WEIS的数据在经济相互依

赖与冲突的研究中时常被使用.③ 在１９７０年代末和１９８０年代初,美国的政

府机构如国务院和国防部也组织了类似的项目,主要用于冲突预警.

在计算机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之后,有学者将计算机程序自动编

码引入事件分析之中,以解决广度和成本的矛盾.从１９８０年代末和１９９０年

代初开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NSF)支持了

“国际关系中的数据发展”项目(DataDevelopmentinInternationalRelations,

DDIR),利用计算机来自动编码新闻事件.在这项资金的支持下,堪萨斯大

①

②

③

在关于事件数据库的研究开始以后,研究者对于人工编码存在的各种可能的问

题也进行了研究,包括利用同一数据来源来比较不同编码者之间的差异,不同的编码者

和数据库的表现差异很大,有从４０％到９０％不等的可靠性.参见:PhilipA．Schrodtand
ChristopherDonald,“MachineCodingofEventsData,”paperpresentedattheInternational
StudiesAssociationmeetings,WashingtonDC,April１９９０,p．６．

PhilipA．Schrodt,“TheStatisticalCharacteristicsofEventData,”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２０,No．１Ｇ２,１９９４,pp．３５Ｇ６．

SolomonW．Polachek,“ConflictandTrade,”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

Vol．２４,No．１,１９８０,pp．５５Ｇ７８;MarkGasiorowskiandSolomonW．Polachek,“Conflict
andInterdependence:EastＧWestTradeandLinkagesintheEraofDétente,”Journalof
ConflictResolution,Vol．２６,No．４,１９８２,pp．７０９Ｇ７２９;JonC．Pevehouse,“Interdependence
TheoryandtheMeasurementofInternationalConflict,”TheJournalofPolitics,Vol．６６,

No．１,２００４,pp．２４７Ｇ２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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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美国政治学家德波拉耶纳(DeborahJ．Gerner)和菲利普斯洛德特

(PhilipShrodt)等人利用 WEIS的事件编码系统,实现了自动事件编码处

理,形成堪萨斯事件数据系统(KansasEventDataSystem,KEDS),成为当

时最大的事件数据库.耶纳和斯洛德特等后来开发了新的编码系统———冲

突和调停事件观察(ConflictandMediationEventObservations,CAMEO),

并为后来的大型事件数据库所广泛使用.① 斯洛德特还开发了使用这个编

码系统的程序———以强化替换说明进行的文本分析(TextualAnalysisby
AugmentedReplacementInstructions,TABARI).

２００８年,美国国防部下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efenseAdvanced

ResearchProjectsAgency,DARPA)资助了一个事件数据库项目“综合冲突

早期预警系统”(theIntegratedConflictEarlyWarningSystem,ICEWS),通

过收集事件数据来进行风险预警,主要是针对亚太地区.该项目资助开发

了新的自动编码程序BBN ACCENT,达到了相当高的准确率,与人工编码

比照,大概在８０％左右.② 这个数据库在３年的试验期后转交给了美国海

军.其数据涵盖了１９９５年到当下,并且大量数据已经放置于哈佛的开源数

据库(HarvardDataverse)中,不过开源部分的数据只能到当前年份的前一

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２０１３年也再次资助了事件库的开发和研究,目

前有一个历史数据库(ClineCenterHistoricalPhoenixEventData)和一个

实时数据库(PhoenixNearＧRealＧTimeData),可以回溯到１９４５年,但是新闻

来源相对有限.③ 目前最新的仍在进行的工作是重新开发新的编码系

统———可验证事件数据的政治语言本体(PoliticalLanguageOntologyfor

VerifiableEventRecords,PLOVER)和编码软件———文本解析与相关编码

①

②

③

另一个不太常用的自动编码系 统 是theIntegratedDataforEventAnalysis
(IDEA),为另一个自动事件数据项目theProtocolfortheAssessmentofNonviolent
DirectAction(PANDA)所使用.

ElizabethBoschee,etal．,“ICEWSCodedEventData,”HarvardDataverse,

V２２,２０１５,https://doi．org/１０．７９１０/DVN/２８０７５;BBN ACCENTEventCodingEvaluation．
updatedv０１．pdf

theNewYorkTimes(１９４５—２００５),theBBC MonitoringsSummaryofWorld
Broadcasts(１９７９—２０１５)andtheCIAsForeignBroadcastInformationService(１９９５—

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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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的派森引擎(PythonEngineforTextResolutionandRelatedCoding
Hierarchy,PETRARCHＧ２),而这将是事件数据库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将取

代目前主要数据库所采用的CAMEO编码系统.同时这些最新的开发工作

都是开源的,源代码都放在了开源社区 Github中.

与前面述及的这些数据库相比,GDELT要更为庞大.它是由卡勒夫

李塔鲁(KalevHannesLeetaru)和斯洛德特在２０１２年启动的一个项目.它

也是使用计算机自动编码的方式,从全球超过１００种语言的媒体中自动挖掘

信息,将新闻信息编码成一个个事件的输入.其中,最重要的３个信息来源

是法新社、美联社和新华社.时间范围是从１９７９年到现在,并将扩展到

１８００年.同时,计算机每天都会从世界各地的媒体中持续收集信息,日增约

１０万个事件.编码体系采用的是 CAMEO 系统.在 CAMEO 系统中总共

有２０个大类超过３００种不同的事件类型.而 GDELT又将３００多类的事件

最终分成４个大类,即言语合作(verbalcooperation)、现实合作(material

cooperation)、言语对抗 (verbalconflict)和现实对抗 (materialconflict).

GDELT项目的每一个输入包含了许多不同的信息项目,从１９７９年到２０１３
年３月３１日止的输入包含５７个信息,而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开始则增加到５８
个信息,增加了信息的来源以便核对.这些信息包括每个事件的时间,行为

主体和行为对象的国家、名字、组织、类别,事件本身的性质、影响程度、在所

有来源中被提及的次数,描述的语气,事件的地理信息(包括经纬度等)以及

录入日期、信息来源,等等.目前的数据已达数以亿计,并可以免费获得.

数据规模的庞大以及容易获得使得 GDELT一经推出就引起了广泛关

注和讨论,虽然事件数据库主要用于冲突研究,但也已经有一些研究尝试利

用GDELT来测量双边关系.如帕斯卡阿卜(PascalAbb)和盖尔斯特

伍(GeorgStrüver)的文章利用 GDELT 来衡量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即

利用 GDELT 事件数据中每个事件的 Goldstein 分值来衡量双边关系.

Goldstein分值衡量了冲突或者合作事件的强度.他们将中国与东盟各个国

家每年所有相关事件的 Goldstein分值的平均值作为测量方式.①

① Pascal Abb and Georg Strüver, “Regional Linkages and Global Policy
Alignment:TheCaseofChinaＧSoutheastAsiaRelations”,SSRN,March１５,２０１５,

https://ssrn．com/abstract＝２６００４１９orhttp://sciＧhub．tw/１０．２１３９/ssrn．２６００４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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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利用事件数据库来测量双边关系开始得相对较晚.最早的研究来

自李少军,他２００２年的一篇文章从«人民日报»中选取了克林顿政府期间中

美关系的６４２个事件,并通过给每个事件赋值然后再求和计算的方式来判断

中美关系的冲突与合作水平.① 而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是来自清华大学阎学

通团队的系统工作.他们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编码体系,然后采用了人工编

码的方式②,主要基于«人民日报»和外交部的数据,系统地梳理了从１９５３年

开始的最为重要的中国双边关系的月度变化数据,包括中国与美、日、俄、

英、法、澳、越、印尼、巴基斯坦的关系.通过对每个月发生的双边关系事件

的赋值打分和加总计算,展示了中国这些重要双边关系的演变,为实证研究

双边关系的变化及其影响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数据支持,产生了一系列重要

的学术成果.但是,由于基于人工编码的方式,所涉及的工作量极大,也因

而难以扩展到更多的信息来源,而这也是许多评论者认为还需要改进的

方面.③

事件大数据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来重新思考双边关系的度量,

在这种全覆盖的方式下我们是否可以获得更为准确的数值呢? 接下来本文

将以中美关系的测量为例,探讨如何利用事件大数据来度量双边关系,并讨

论其准确性以及潜在的问题和应对.

二、GDELT与中美关系(１９９３—２０１６)的测量

(一)计算方法

　　虽然 GDELT包含了海量数据可供进一步分析,但是我们仍需要将这些

①

②

③

李少军:«“冲突—合作模型”与中美关系的量化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２
年第４期,第４３—４９页.

见“事件分值基准表”,阎学通、周方银:«国家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中国社会

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６期,第１０１—１０３页.
陈定定:«定量衡量的得与失———简评‹中外关系鉴览１９５０—２００５:中国与大国

关系定量衡量›»,«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４期,第１６３页;董青岭:«从事件赋值走向关

系赋值: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评‹中外关系鉴览１９５０— ２００５: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

衡量›»,«外交评论»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１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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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通过一定的算法进行处理来变成一个关系的量值.基于 GDELT中能

够获取的信息,有五种方式可以构建出关系量值.

第一,由于 GDELT中每一个事件最终都可以归结成冲突事件或合作事

件,所以计算每年合作数量与冲突数量的比值就可以衡量出双边关系的好

坏.如果合作事件与冲突事件的比值很高,那么说明合作事件的数量要远

多于冲突事件,那么就可以认为双边关系处于较为良好的状态.通过观察

年度数据的变化,自然也就可以衡量出双边关系的变化.这种方式的问题

在于没有将事件的强度考虑进去,有些事件可能比另外一些事件对双边关

系的影响更大.

第二,也可以将合作事件数量减去冲突事件数量的差值作为双边关系

的一个衡量.但是这个方法在当下使用会遇到严重的问题,即事件数量的

逐年增加.由于过去几十年中技术的飞速进步、网络对社会生活渗透程度

的巨大变化以及跨国交往的急剧增加,数据库收录的事件数量越往后越多,

直接的差值也会随着年份往后而急剧变大,因而很难用来测量双边关系的

变化.当然,如果将来技术和社会变革到了平台期,这种方式可能也可以较

好地反映双边关系的变化.此外,这种方法也没有考虑到事件之间强度的

差异.

第三种方法略有不同.由于 GDELT也给出了每个事件的 Goldstein
分值,这个值衡量了事件的强度,因此也可以用这个值来构建双边关系的

值.可以将所有事件的 Goldstein分值相加,最后的结果即双边关系的赋

值.这种测量方式的问题是事件的影响并不能相互抵消,即即便一个合作

事件与一个冲突事件的影响的 Goldstein值相同,在计算中会相互抵消,但

是现实中对关系的影响也可能依然存在,尤其是在双边的复杂关系中.同

时,一个 Goldstein值为－１０的事件对关系的影响也很难同１０个 Goldstein
值为－１的事件的影响等同.此外,这种计算方式也无法反映出事件数

量.而在双边关系的大部分事件为低烈度事件的时候,事件数量可能比强

度能更好地把握双边关系.同时,这个方法也会受到事件数据的自然膨胀

的影响,遇到与第二种方法类似的问题,所以如果要使用大数据事件库来

测量计算的话,这个方法会有内在缺陷,导致它也不是很适合使用.李少

军利用事件数据来衡量中美关系的论文实际上就是采用了这个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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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的数据来源是单一的,不存在逐年自然扩张的问题,因此准确度要

更高一些.

第四种方法基于 Goldstein分值的计算,是在将所有事件的 Goldstein

分值加总以后,再除以事件数,得出所有事件的平均 Goldstein值作为双边

关系的一个度量.阿卜和斯特伍的文章对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度量

即采用了这种方法.这种方法解决了事件数量随年份增加的问题,但是也

没有解决事件之间相互抵消的问题.当然,这也是所有通过事件来衡量关

系的方法都会遇到的问题,即一个正值事件与一个负值事件或者一个高值

事件与多个低值事件之间的权衡问题.

第五种方法也是基于 Goldstein分值,即分别计算冲突事件和合作事件

的 Goldstein分值的平均值,然后以两者比值的绝对值作为双边关系的衡

量.① 取平均值是为了避免事件数量在不同年份的巨大差异.这种方式测

量的双边关系值是合作事件和冲突事件的平均强度的比值.这里也会遇到

与第三种方法相同的问题,即无法反映出事件的数量.同时也会遇到事件

之间的折算问题,比如,一个 Goldstein值为５的事件是否对双边关系的影

响等于５个 Goldstein值为１的事件.同时,在对计算值的解释上也会有一

定的困难.双边关系中合作事件和冲突事件的平均强度的比值作为双边关

系的衡量不够直观,在具体进行研究的时候会遇到对结果的阐释问题.

除计算方法外,这里还会涉及时间段的选择问题.用事件数据库的方

法来进行测量,我们必须选择特定的时间段即一个时期内发生的事件,这个

时期可以是一周、一个月、一年或者任意长度的时间段.阎学通和周方银对

李少军以及一般的用事件数据来衡量关系的一个批评,是事件分析法没有

将历史考虑进去,基于事件的分析总是从零开始计算关系.某个月没有发

生冲突或者合作的事件,双边关系也并不会是零.如果某个月都是负值事

件,也不表示两国关系就是以冲突为主.② 这一批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

①

②

由于冲突数据的 Goldstein分值为负数,所以最后比值也为负数,故取绝对值.
阎学通、周方银:«国家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第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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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完全准确.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时间段选择的问题.一个月内发生的事

件可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一个月内可能确实不会发生大的事情或者都是

同一方向的,但是如果选取的时间段足够长,那么对该时间段内所有双边事

件的考察应该足以反映出双边关系.在较长的一个时间段内,两国关系的

种种不同方面应该都会通过事件反映出来,毕竟历史本身也就只是一个时

间段.笔者认为,在用事件衡量双边关系时,一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区

间.一年内发生的事件应该足以体现双边关系的历史性基础,因为人类社

会的计划周期也一般以一年为基础,比如年龄计算、预算周期、工作报告,等

等.而在政治世界中,年度周期也是比较明显的,比如年度峰会、年度会晤、

年度报告,等等.考虑到当今世界双边关系的互动程度,在一年之内没有发

生合作或者冲突事件或者只发生一种类型事件的可能性是可以忽略的.还

有一个考量是基于与现实的其他数据库的匹配,政治类的数据库多以年度

更新为主,故以年度事件数据为依据计算也便于结合其他的数据进行分析.

因此,在以事件数据来计算双边关系时,采用年度变化值是比较合适的,基

本能够避免测量非历史性的批评.

(二)测量的准确性

讨论完测量方法之后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知道我们的测量是否可

靠地、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双边关系的事实,而这也是测量最为重要的一个

方面.

最为直接和常见的方法当然是与我们的常识相比较,如果度量的结果

过于反常识,可能就意味着测量或者计算的方法有一定的问题.比如,如果

两国之间发生战争,双边关系的值反而显示出双边关系更为友好,那么对双

边关系的测量显然是有严重的偏误.比常识更为严格的检验是专业人士的

共识,毕竟专家们能够掌握更多更全面的信息,对双边关系这种复杂事实的

把握要比常识更为可靠,所以我们的测量值也可以同专家们比较一致的意

见相比较来考察其准确度.但是这两种方法都是定性的考察,而我们的测

量则是定量的.要想较为准确地比较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存在方法论上的困

难,毕竟定性语言的含混性与定量语言的准确性之间有难以弥合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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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语言的区分度要更低一些,从数值３到３．５或者４的变化在定性研究者

看来也许都属于友好关系,难以再进行进一步的区分.

如果我们使用定量的方法来检验,那么我们可以使用的方法包括与现

成的数据库相比较,又或者通过替换数据源的方式.具体到用 GDELT的数

据来衡量中美关系,我们可以与清华大学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中的中美

关系值相比较.由于后者已经给出了中美关系的月度变化值,所以将计算

结果与之比较就能考察利用事件大数据进行双边关系测量的准确性,并且

由于清华大学的数据来自于人工筛选和计算,这种比较就显得更有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基本方法论和计算方式上的差别,直接的数值比较并没

有意义,能够进行比较的应该是对趋势的把握,即双边关系的变化趋势在两

种测量方式下的比较.

当然,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在思考测量的准确性时可以同时使用,并非相

互排斥.

(三)中美关系(１９９３—２０１６)

基于前面的论述,这一部分将具体讨论用 GDELT来测量双边关系.由

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现有的通过事件数据来测量双边关系的研究都特别

关注中美关系,也选取中美关系进行测量,而这也有利于将本文的研究置于

对中美关系的普遍关注和讨论中.另一方面,GDELT中,时间越往后,数据

的数量越多,所以本文选择的时间范围是冷战结束以后,即克林顿执政

(１９９３年)以后.由于用于比较的数据可获得性的原因,本文数据截止于

２０１６年底.因此,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是１９９３年至２０１６年.在这段时期

内,中美关系整体上处于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

笔者首先从 GDELT提供的数据中选取了从１９９３年到２０１６年中美政

府间的事件,将其按照４个大类计算;同时由于区分了施动者,所以又可以分

为中国对美国的事件和美国对中国的事件,简单的总和计数如表１所示.可

以发现,合作事件要远远多于冲突事件,而言语合作事件又要多于言语冲

突事件.并且中美各自发起的冲突和合作的事件数量也大体相同,体现了

两个大国之间较为对等的关系.合作事件要远远多于冲突事件,这应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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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符合常识和多数专家意见的,即中美两国虽然时有冲突,但是还是合作

　　更多.①

表１　中美两国合作与冲突事件的数量(１９９３—２０１６)

言语合作

(中→美)
现实合作

(中→美)
言语合作

(美→中)
现实合作

(美→中)
言语冲突

(中→美)
现实冲突

(中→美)
言语冲突

(美→中)
现实冲突

(美→中)

１４８６６ ７８６ １５９８５ ５０４ １０１０ ４４８ ９０８ ３６４

前文已经讨论了５种将事件转化为关系的算法,在现有的 GDELT中,

不同年度收录的事件数据有着比较大的差异,并且越往后的年度数据越多,

因此基于差值计算的方法将会面临年度数据越往后越大的问题,很难反映

出是关系的变化还是数据收集技术的变化带来的差别.本文采用合作与冲

突事件次数的比值和年度平均 Goldstein分值的方法进行计算.

首先是用合作和冲突事件次数比值的方法.这种计算方法暗含的假定

是所有事件的权重相同.阎学通和周方银的文章已经证明,即便只计算事

① 清华大学的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显示,中美关系在这个区间内也是正值要远

多于负值(按该数据库的定义说明,关系在普通区间以上,即合作多于冲突).学术界的

普遍看法是,冷战后从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对华采取了接触政策(engagement)为主的

战略,强调以合作塑造中国的行为,对这一政策的反思近年来在美国学界和政界颇多,可
参见:KurtCampbelland Ely Ratner,“The China Reckoning: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Expectations,”ForeignAffairs,Vol．９７,March/AprilIssue,２０１８,pp．６０Ｇ
７０．这篇ForeignAffairs上的文章引发了一些最为知名的中美关系学者对美国对华政

策以及中美关系的讨论,参见:WangJisietal．,“DidAmericaGetChina Wrong?:The
Engagement Debate,”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 Issue ２０１８,https://www．
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２０１８Ｇ０６Ｇ１４/didＧamericaＧgetＧchinaＧwrong．对 美 国 政 府

对华政策的内部考量,还可参见:MichaelGreen,ByMoreThanProvidence:Grand
StrategyandAmericanPowerintheAsiaPacificsince１７８３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７)．另一方面,虽然承认中美之间在利益上有差异和冲突,但国内学

者也认为合作是冷战后的中美关系的基本基调,参见:王缉思:«浅论中美关系的大环境

和发展趋势»,«美国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第８９—９６页;金灿荣、段皓文:«当前中美关系

的问题与出路»,«国际观察»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７１—８３页.当然,主流的说法是“中美关

系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强调对分歧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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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个数(假定权重赋值都相同),得出的结果依然是相当准确的.① 笔者随

后计算了中美从１９９３年到２０１６年每年的合作和冲突事件的比值(图１).可

以看到,合作事件远多于冲突事件,两者的比值较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虽然具体年份值的高低并不是一个线性的变化过程,但是这个值有减少

的趋势,也就是说冲突事件的比例在上升,这意味着双边关系有逐渐紧张的

趋势.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有这种趋势变化,但中美之间仍是合作远多于冲

突.这符合我们一般的对中美关系的认知,即中美关系总体是和平合作的,

而随着中国国力的逐渐增强,中美之间竞争的一面会越来越强.阎学通将

中美关系总结为“假朋友关系”,两者之间关系不稳定,时有冲突,长期来看

对抗的趋势不可避免.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 GDELT测量值中,一

般在总统选举年中美关系的值都处于低值(除了１９９６年),这大概与选举年

美国的政客需要表现强硬有关系,双方的言语冲突会更多一些.

图１　中美关系的量化测度(合作冲突比)(１９９３—２０１６)

如前所说,GDELT的所有事件都区分了施动者和受动者,所以我们也

可以将中美对对方的政策给出类似的测量,用来衡量政策的合作和冲突的

① 阎学通、周方银:«国家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第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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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图２).与双边关系的总体情况类似,两国的政策也是合作为主,但是

竞争的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缓慢地增加.并且相对而言,中国的政策稳

定性可能要更强一些(趋势线的斜率要略小于美国),但是近年来两国的政

策越来越趋近.① 这种测量是相对于清华大学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的一

个优势,在清华数据库中并不能区分出行为方向,而是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

去观察.在某些研究中,这种对双方政策的描述会有重要的用途,比如考察

中美两国对对方的政策如何影响其他国家的相关政策.

图２　中美对对方政策的测量(１９９３—２０１６)

从常识和专家意见来看,通过 GDELT大数据的直接测量可以抓住双边

关系的一些基本事实.为了进一步考察其准确性,笔者将其与清华大学中

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中的中美关系值作了比较.由于计算方法不同,所以

两者的分值不能直接比较,这里比较的是趋势变化.由于 GDELT中计算出

来的值较大,为了便于观察,从 GDELT中计算的值都除以１０.同时,对清

华大学的月度数据分别采用取年平均值和年末月度值的方式来转化成年度

值.由于年末的数据反映了当年前１１个月的双边关系运行的结果,所以第

１２个月也可以作为当年的关系值.图３和图４即结果.

① 但是这个结果受到１９９８年的异常值影响较大.如果在数据中删除１９９８年的

值,则中美两国的趋势线则几乎是平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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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中美关系１９９３—２０１６(清华值为年平均值)

图４　中美关系１９９３—２０１６(清华值为年末月度值)

简单来看,两种方式计算的值的变化大部分比较相似,比如,不管哪种

测量,都认为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峰值在１９９８年,但是谷值却有所不同.其中

的差异在于,如果某年发生了极为负面的事件,在清华大学的数据里面影响

要更大一些,而由于只是事件计数,如果当年也发生了很多合作性的事件,

那么从 GDELT中计算出来的数值就不会是极低值.比如在１９９６年,虽然

台海危机导致两国关系非常紧张,但是在当年３月危机之后,两国关系即过

了最低点,紧接着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８年双方元首互访,并将关系定位于“战略伙

伴关系”,因此１９９６年在 GDELT 的测量值中不会出现极低值.类似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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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中美关系合作冲突比与Goldstein年平均值计算结果的比较(１９９３—２０１６)

２００１年,虽然发生了南海撞机事件,但是“９１１”事件之后两国关系的迅速

改善也使得当年的值不会是极低值.这种差别也贯穿在其他年份中,比如

１９９７年和２００４年.也需要看到,清华大学数据本身的年平均值与年末值也

有差异.GDELT计算的数据与清华大学的数据在２００５年之后的变化曲线

要更为相似一些,这可能与 GDELT的数据来源有关,事件越早,GDELT中

的数据越少,所以偏误的可能性也更大,这在后文讨论大数据的缺陷和问题

时再进一步讨论.

当然,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趋势线,不管是用年平均值还是用年末值来计

算,清华大学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的年度数据都有上升的趋势,即双边关

系有逐步改善的倾向,只是在２０１６年奥巴马执政的最后一年有一个急剧的

下滑.具体来看,清华大学数据显示,奥巴马时期的中美关系总体要好于小

布什时期,除了最后两年的急剧下滑.但是 GDELT数据显示,奥巴马时期

总体不如小布什时期,最后两年的下滑也没有那么戏剧化.这种差别很可

能源于 GDELT对于南海中美冲突事件的抓取要多于清华大学,毕竟清华大

学的主要源数据来自于外交部和«人民日报»,相关内容的报道比 GDELT数

据源要少.总体来看,通过计算 GDELT中合作和冲突事件的比值来度量中

美双边关系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值得进一步考察.

另一种测量方法是计算Goldstein年平均值(图５、图６).这个值波动幅

度很小,在整个时间段内都在２~３之间浮动,整体趋势略微向下.如果我们



大数据与双边关系的量化研究: 以 GDELT与中美关系为例 ８３　　　

图６　中美关系Goldstein年平均值及与清华大学数据的比较(１９９３—２０１６)

关注其折线变化的话,可以发现其波动变化趋势与合作冲突比计算结果的

变化几乎是一致的,只是幅度要小得多,而与清华数据也有一定程度的相似

性.最为明显的差别是在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６年,Goldstein分值的平均值计算显

示双边关系有好转,与其他测量都是相反的结果.此外,与其他测量值相

比,Goldstein平均值这种计算方法似乎没有很好地反映出双边关系的波动

性,其年度之间的变化强度比其他度量要更小.可能的原因是在当前中美

关系的情势下,事件数量比权重的考虑更为重要.在低烈度竞争状态下,将

所有事件的权重近似为相同得出的结果可能更能把握双边关系的实质,与

前文所引的阎学通和周方银的结论类似.而这可能也是用 GDELT事件数

量比值的测量更能把握双边关系趋势的一个原因.

三、 大数据测量双边关系的问题与解决方法

虽然基于如 GDELT这种大数据事件库的测量为双边关系度量带来一

种新的覆盖面更广也更为简便的实现方法,但是它也存在着很多问题需要

解决.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问题很多也存在于人工编码的事件数据库中,并

且人工编码还涉及不同的编码者之间不一致的问题,所以并非人工编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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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优于机器编码.接下来这一部分将侧重探讨机器编码事件大数据库可

能遇到的问题及其可能的解决途径.

(一)数据来源的质量问题

对于所有的大数据研究来说,数据来源的可靠性问题都是最为重要的.

如果数据的源头被污染,那么所有结论都会被质疑.具体对于如 GDELT这

种事件数据库而言,其数据质量问题也一直是有争议的,很多学者也主张数

据在使用之前需要进行“数据清洗”①.数据质量问题的原因有很多种,比较

严重的包括报道视角、重复和新闻质量.

在所有的新闻报道中,报道者都有其视角,因此必然会包含其对问题有

意识或者无意识的特定看法,这无疑会导致由此生成的事件数据也带有同

样的偏见,进而难以用来客观地测量双边关系.当然,这不仅仅限于大数据

事件库,在人工数据库中,由于涉及大量的劳动力和高强度的重复工作,往

往只能有选择性地偏重于特定数据来源.比明显的偏见更为严重的问题则

涉及更为根本的哲学争论,即对事件的报道并不是一个完全客观的问题,报

道者及阐释者都参与建构了事实.事件数据库往往只选择了特定解释、“唯

一的”解释、假想的“上帝视角”客观无偏差地看待一件事的发生.② 现实情

况是同一个事件存在着多个不同版本的叙事,而对于计算机编码而言,被编

码成不同事件的可能性很大.这就涉及收录新闻事件重复的问题.如果是

对同一事实不同角度的表述,那么是否属于重复就需要进一步探讨.

除了新闻事件中的多重视角和建构问题,重复错误也是大数据事件库

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在今天媒体活跃的时代,同一个事件在一定时间

内会被反复地、类似地描述和报道,并被大量的媒体转载报道.在这种情况

下,计算机可能会自动抓取这些重复数据,使得数据库中收录的事件数据要

(大大)多于实际所发生的数据.沃德(Ward)等人则将 GDELT与另一个机

①

②

董青岭:«反思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大数据应用»,«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６年第７期,第

９１—９４页.

GavanDuffy,“Eventsand Versions:Reconstructing EventData Analysis,”

InternationalInteractions,Vol．２０,No．１Ｇ２,１９９４,pp．１４７Ｇ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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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自动编码的事件数据库ICEWS相比较,他们发现 GDELT编码的事件与

ICEWS编码 有 相 当 的 出 入,前 者 要 比 后 者 数 量 庞 大 得 多.他 们 认 为

GEDLT编码的事件比实际要多①,而ICEWS则比实际少.在某些受事件

数量影响的特定算法下,这可能会严重干扰双边关系测量的准确性.

事件数据库还存在着源新闻质量的问题,即新闻错误甚至是假新闻,尤

其是在媒体和自媒体更为发达的今天,在这个极为强调媒体时效性的时代,

新闻出现错误甚至是故意制造假新闻的情况都不罕见.２０１６年的美国总统

大选就饱受假新闻困扰,假新闻甚至被认为对最后结果产生了巨大影响.

如果没有甄别出来这种新闻错误或者假新闻,事件数据库的客观性必然会

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到对双边关系的客观测量.

针对这些问题,也有特定的途径来解决或者减少它们对于最终数据和

结果的影响.首先,扩大数据源和增加更多数据.更多数据和更广覆盖范

围可以使得偏见问题得到部分解决,如果我们认为人的偏见是内在的、难以

避免的,那么包含了所有偏见的数据比只包含特定偏见的数据就要更为准

确和客观.同时,如果我们能够增加更多可靠的数据源,那么假新闻和新闻

错误的影响也会被相应地缩小.当数据量极大的时候,即便存在一部分错

误和重复,其对最终结果也不会有影响.其次,利用人工智能识别假新闻和

新闻错误.深度学习很适合用于发现数据中的特定模式,因此,通过训练能

让机器自动过滤很多假新闻和新闻错误.目前,很多大科技公司已经在利

用类似的算法来识别和过滤假新闻②.最后,适时的人工干预.对最终数据

进行人工筛查依然是最为可靠的解决方式之一.当然,这种方法随着数据

量的增加会越来越不现实和低效,但是这种工作可以依靠计算机辅助,有选

择性地对特定数据进行筛查以提高效率.

①

②

MichaelD．Ward etal．, “Comparing GDELT andICEWS Event Data,”

Analysis,Vol．２１,No．１,２０１３,pp．２６７Ｇ２９７．
JoshConstine,“FacebookChoseToFightFakeNewsWithAI,NotJustUser

Reports,”TechCrunch,Nov１５,２０１６,https://techcrunch．com/２０１６/１１/１４/facebookＧ
fakeＧ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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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码系统与编码程序

事件数据库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来自自动编码系统和编码程序.目前自

动编码系统生成的事件数据库使用的基本都是CAMEO,而编码程序则有斯

洛德特的 TABARI和ICEWS自己开发的BBKＧACCENT.根据与人工编

码的数据比较,目前BBKＧACCENT编码程序的准确率可以达到８０％左右,

但这也意味着仍然有数量相当巨大的错误编码事件存在.错误编码事件自

然会影响事件数据库的准确性以及最终测量的双边关系的准确性.目前的

编码程序采用的是基于字典的稀疏句法分析 (dictionarydrivensparse

parsing)①,即基于新闻中的有效信息与字典的匹配进行事件分类.这种方

法导致计算机对于复杂语言的分析能力并不强,分析语境或者分析使用修

辞语的复杂语言的能力很有限.比如,很可能分不清一场拳击赛与一场冲

突之间的区别,又或者大量使用比喻等.当然,在主要的媒体新闻尤其是国

际新闻中,句法一般不会太复杂.

但进一步而言,这个问题还需要区分随机错误与系统错误.随机错误

即错误的出现是无规律的.就 GDELT中的测量而言,错误出现在合作和冲

突事件库中的可能性是一样的,这种情况对于最终结果的影响相对要小,尤

其是当数据量极大的时候,这种影响甚至可以忽略.而如果是系统性的错

误,那么对结果的影响就将是显著的.比如,如果编码程序的错误导致其偏

好合作事件,那么最后测量的关系值必然也会偏向合作.系统性的错误无

法通过增加数据量来解决.

对于编码程序的质量和错误问题,一方面是要增加数据量,解决大数据

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永远是更多更大的数据,以此来使得其中的错误微不

足道,不会影响到对关系的测量.另一个途径则是增加方法和数据的透明

度,以便学界能够清楚地知道数据的产生过程,并能共同改进.在２０１３年４
月１日以后的事件中,GDELT都提供了信息来源,以方便研究者进行进一

① PhilipSchrodtandJayYonamine,“A GuideToEventData:Past,Present,

AndFuture,”AllAzimuth:AJournalofForeignPolicyandPeace,Vol．２,No．２,

２０１３,pp．１２Ｇ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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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数据筛查,而这将有助于事件数据准确性的提高.最后一个也是最基

本的方法,是改进编码系统和编码程序的分析能力.目前学界已经在积极

地改进编码系统和编码程序,新一代系统(Patriarch２)正在开发之中.这一

发展将进一步使得利用大数据进行双边关系研究更具有可信度.目前,飞

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深度算法分析语言和句法的能力大大增强,在智能手机

上广泛使用的语音识别工具(如苹果的SIRI),其所表现出的语言识别能力

已经非常惊人,将它与事件分析相结合,将能很大程度解决目前编码程序遇

到的问题.①

(三)事件的性质与数量的关系

关于双边关系的量化度量,一致存在的争论是关于事件性质与数量的

取舍.对于双边关系来说,对单个事件赋值与只考虑事件的数量,哪个能更

加有效地测量双边关系值呢? 前文对这些问题已经有所讨论,很大程度上,

对事件权重与数量的取舍取决于研究问题和对于双边关系的一般判断.一

般而言,当事件数量很少时,就不得不考虑事件的权重;而当事件数量非常

巨大时,单个事件的权重就不那么重要了.

另一个问题是,言语和行为需要区别对待吗? 在政府与政府的交往中,

言语行为与实际行为往往一样重要,它们都对双边关系有着巨大影响.比

如,双方领导人关于双边关系定位的言论对双边关系起指导作用.因此,言

语本身是测量双边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不需要将它与实际行为分离考虑.

当然,在实际进行测量的时候,依然需要针对具体研究问题来设计,设

计取决于我们更关注重大事件还是整体图景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在设计

时,要根据研究问题来选择变量的测量.

(四)数据来源的转换翻译问题

目前的事件数据库都基于英语,而自动编码程序使用的字典也是英文

的,所以其他语言的新闻是通过谷歌翻译然后再用程序进行抓取.这会直

① John Beieler, “Generating PoliticallyＧrelevant Event Data,”arXiv,２０１６,

preprintarXiv:１６０９．０６２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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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导致一个问题,即翻译过程中的意义损失.没有任何翻译是完美的,尤其

是机器翻译.虽然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翻译的质量有了飞速提高,但

是由于语言对于社会背景与传统的依赖,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依然意味着

很多意义可能流失,进而影响对事件的理解.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是给不同语言的新闻编辑以同种语言的字典.关

于中文句法分析,在StanfordUniversalDependencies项目下已经有了中文

字典,但是事件数据自动处理中的中文字典还没有.如果将来中国要建立

类似 GDELT的事件数据库,那么编撰自动编码系统的中文字典是首先需要

完成的工作之一.

四、 结　论

大数据事件库的出现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数据来源,也为量化

研究和实证检验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计算基础.通过对从 GDELT中数据

生成的中美关系值与清华大学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中的中美关系值以及

相关的定性研究对比,本文证明利用大数据度量双边关系具有一定的学术

价值与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而双边关系作为更为复杂的多边关系的基础,

应用在双边关系上的方法也可以很容易地扩展到多边关系的研究上.因

此,大数据对整个国际关系的量化具有潜在的重大贡献.本文是这种努力

的一个初步尝试.

当然,没有数据和方法是完美的,大数据的事件依然存在种种问题,但

是这些问题大都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缓解.随着新一代自动编码系统、编

码程序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事件数据库的质量也将进一步提升,而利用事

件数据库的大数据来进行国际关系研究的前景将更为广阔.研究者在利用

这些新工具时,也需要时刻意识到它可能存在的缺陷并通过研究设计来尽

量避免这些不足.在大数据时代,最终决定研究质量的仍将是研究者的研

究设计和分析方法.①

① GaryKing:«大数据与数据无关»,钟杨主编:«实证社会科学»(第三卷),上海交

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０—１６页.




